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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 
在日本和中國的表達的演變歷程
谷 口 知　子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the 
executive power” “the judiciary power” in Japan and China
TANIGUCHI Satoko
Three sorts of power ; “the legislative power”, “the executive power”, and “the 
judiciary power” were translated in the middle of nineteenth century in Japan, and 
were imported into China later. These terms were put into Japanese ; “rippōken”, 
“gyōseiken”, and “sihōken” （立法權, 行政權, 司法權）. But, there had been no concept 
of three powers at the time in both Japan and China. How were these new concepts 
and the newly coined expression formed? The first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basic 
terms of three powers which were coined at the beginning of nineteenth century in 
China. The second, it will als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three powers in 
Japan; and will be centered on the words “the legislative power （立法權）”, “the 
executive power （行政權）”, and “hō （法）”, “maturigoto （政）”. The third, it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how and when China adopted these terms from Japan. This 
study not only clarifies the point on which the translators and the creators focused 
when they translat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and invented new terms, but also 
shows plainly some patterns of the spread of the new concept.
Keywords: the legislative power（立法權）, the executive power（行政權）,  
hō（法）, maturigoto（政）
前言
	 現在，大部分的國家採用權力分立制度，是根據憲法把国家權力分為三種或者數種權力的制度。日本
和中国都把三種權力稱為「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這些術語作為“the legislative power”“the 
executive power”“the judiciary power”的譯詞在日本翻譯成漢語，後來傳到了中国。
	 這種分立權力的理論是18世紀由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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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suqiue）等主張的近代立憲方式。其中孟德斯鳩在“De l’ Esprit des Lois”1）（1748年刊行）里提出
了以英國制度為原型的三種權力的理論，以保障國民政治自由。原文如下。
 In every government there are three sorts of power: the legislative; the executive in respect 
to things dependent on the lawofnations; and the executive in regard to matters that depend 
on thecivil law.
 By virtue of the first, the prince or magistrate enacts temporary or perpetual laws, and 
amends or abrogates those that have been already enacted. By the second, he makes peace or 
war, sends or receives embassies, establishes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provides against invasions. 
By the third, he punishes criminals, or determines the disputes that arise between individuals. 
The latter we shall call the judiciary power, and the other simply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state.
	 按照他所說的，國家有三種權力。the legislative power（立法權力）是制定和修改萬民法；the 
executive power（行政權力）是屬於萬民法的執行權力，即講和和戰爭、派遣接受外交使節、確保國家安
全、防禦侵略等關於國家項目的執行權力；the judiciary power（司法權力）是屬於有關個人刑事訴訟的
公民法的施行權力。採用孟徳斯鳩原理的英国议院内阁制，以及参考英國政治制度而建立的美国总统制被
公认为是近代政治制度的代表2）。
	 但是，有關三種權力的概念，在19世紀中葉的日本以及20世紀初的中國從未出現過，那麼，在這樣的
社會中，這三種權力的概念和術語是怎樣形成的呢？
	 本文主要從以下三點來研究三種權力術語的形成過程。第一、19世紀有關三種權力的基本術語在中國
是首次出現。第二、關於三種權力的表達在日本的形成過程，日本的政治家和學者通過何種方式了解西洋
的政治，如何翻譯或創造西洋的近代政治制度的術語？這里将以「立法權」「行政權」以及「法」「政」為核
心來研究。第三、關於三權術語在中國被普遍使用的過程，中國是甚麼時候從甚麼書里學習到日本的術語
的？
	 當政治家和學者要把概念性意思的詞匯翻譯成其他語言或創造新詞的時候，他們更關注哪些方面？希
望通過本文可以展示出一種傳播新概念的方式。
1. 19世紀三種權力的術語「立法權柄」「行法權柄」「審判總權」在中國亮相
 19世紀初來華的傳教士寫的雜誌和漢譯洋書給中國帶來了西洋的近代政治制度的知識3），特別是美國
傳教士E.C.Bridgman（裨理文）所著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1838年出版）。其中就記載了美國的三種
1 ）孟德斯鳩（Montesquieu）著1748年“DE L’EPRIT DES LOIS”（ThomasNugent 英譯1752年“The Spirit of 
Laws” ‘6. Of the Constitution of England.’（173/726コマ）。Montesquieu,CharlesdeSecondat,baronde1689-
1755）。
2）野田良之等人1989年所翻譯的『法の精神』中把 lawofnations翻譯為萬民法，把thecivil law翻譯為公民法。
3）馬礼遜（Morrison）1819年『西游地球聞見略伝』、米憐（William,Milne.）1818-1819年『察世俗毎月統記伝』、郭士
立（Charles,Gulzlaff.）編和黄時鑑整理1997年『東西洋考毎月統記伝』等書，這些書中的信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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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原文如下。
	 國之大政有三，一則會議制例，二則出示諭人恪遵，三則究問不遵守之故。（巻13,37オウ）
在這里不是單個生詞的表達，而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其次，1841年出版了林則徐翻譯的『四洲志』4），是 Huge Murray所編的“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Comprising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 VOLⅠ-Ⅲ．”5）的一部抄譯本。書中引用
的美國州政府的機關術語「立法衙門」「行法衙門」「司訟獄衙門」，是根據“The Legislative House、
Executive Council、The Judiciary” 翻譯過來的6）。
	 後來，傳教士寫的地理書不斷出版，但是那些書併沒有使用「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7）。
	 接着，1861年『大美聯邦志略』在上海出版，是E.C.Bridgman（裨理文）把『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修
訂增補後重新出版的。書中記載了美國合眾國憲法，而且使用到「立法權柄」「行法権柄」「審判總權」，直
接把“The legislative power、The executive power、The judicial power”翻譯成了漢語。
	 這樣，19世紀中葉在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西洋的近代政治制度的術語，即三種機關術語 「立法衙門」「行
法衙門」「司訟獄衙門」，以及三種權力術語「立法權柄」「行法権柄」「審判總權」。
	 鴉片戰爭結束以後，魏源以『四洲志』為基本資料，把『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和其他的資料收編在『海
國圖志』（50卷）里，於1842年出版。1854年『海國圖志』（60卷），1861年『大美聯邦志略』都船入日本。
日本通過這些書籍和資料獲得了很多有關西洋的近代政治制度的信息和術語。
2. 「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在日本的形成―以「立法權」「行政權」為核心
	 江戶時代日本雖然通過何蘭的書籍已經得到一些西洋的近代政治制度的信息，但是更多的信息是在江
戶時代的末期正式傳到日本的。因為1854年美國艦隊到日本來要求日本開國，幕府為了應付這個局面，迫
於對西洋的政治制度和軍事方面的信息的需要，所以幕府把禁書『海國圖志』（60卷）引進國內。併於1855
年將該書中的『四洲志』和『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的美國部分的翻刻訓點本出版。後來，『大美聯邦志略』
也於1861年引入日本，同年以『聯邦志略』為書名的翻刻本在日本出版。同時，幕府也派使節團和留學生
到美國以及歐洲國家去。1868年明治政府建立，同年 3月 4日頒布了「五箇條御誓文」，並於 4月21日頒布
了「政體書」，這是為了施行「五箇條御誓文」的具體方案。明治政府從1887年前後開始起草憲法草案，
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了8）。
4 ）該書是林則徐1841年在翻譯家的協助下出版的一部抄譯本，是中國人首次翻譯的地理書。
5）原書1824年在倫敦出版，是在世界各國被翻譯的一部基本地理書，中国書名稱『世界地理大全』。「四洲志」不是用倫
敦版而是用1837年或1838年出版的美國版來翻譯的。（谷口『『海国図志』にみえる「四洲志」の原書をめぐって』（或
門59No.21,2011）。
6）“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VOL.3p.474第 5 段落。p.435L 5 連邦政府。「四洲志」『海國図志』39巻8bL3、
7aL5。
7 ）禕理哲（RichardQuartemanWay）1848年『地球図』・慕維廉（WilliamMuirhead）1853-54年『地理全志』・理雅
各（JamesLegge）1853-56年『遐邇貫珍』・禕理哲1856年『地球説略』・慕維廉譯1856年『大英国志』。
8）政府為了能在1891年頒布憲法，於是從1887年開始起草。（『明治憲法の出来るまで』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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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維新前後，大臣、政治家、思想家、歸國留學生、外交使節團等寫的西洋體制啟蒙書、翻譯書以
及報告書出版了。在這些書中有不少關於立憲、法律、三種權力的解釋。那麼三種權力在日語中是怎麼形
成的、又是怎樣被最終確定的？ 這里将以立法權的「法」以及行政權的「政」為核心展開。主要有以下兩
點。第一、關於三種權力的初期術語―「政」和「法」。第二、「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出現到被
廣泛使用的過程。
2.1　關於三種權力的初期術語―「政」和「法」
 1868年「五箇條御誓文」頒布以前，辭典上沒收錄過 the legislative power、the executive power、
the judiciary power的譯詞。比如，在堀達之助1862年所編的『英和對譯袖珍辭書』中收錄的譯詞有
「legislative掟ヲ立テル」、「executive取リ扱フ」、「execution執行フ¬・仕遂ルノ¬・死刑」、「judiciary裁
判ノ」。在赫本（Hepburn）1867年所編譯的『和英與林集成』中「立法・行政・司法」這些詞也沒被收
錄。而在「五箇條御誓文」和「政體書」頒布前後出版的書籍中，可以看到有關三權的術語。三權的初期
術語以及表達如下。
書名 著者 出版年 立法権 行政権 司法権
西洋事情初編 福沢諭吉纂輯 1866 国政ヲ議定スルノ権・ 定法ヲ施行スルノ権（米）合衆国裁判ノ権（米）
国法ヲ議定スルノ権（米国）国内ニ號令スルノ權（英）刑獄ヲ司ルノ權（英）
泰西国法論 津田真一郎 1866 制法ノ権 行法ノ権・政令ノ権 司法ノ権
別紙議題草案 西周 1867 法ヲ立候權・立法之権 法ヲ行候權・行法之権 法ヲ守候権・守法之権
西洋事情外編 福沢諭吉纂輯 1868 議政ノ権
政体書 1868 立法之権、立法官、議政官 行法之権・行政官 司法之権、刑法官
立憲政体略 加藤弘之 1868 立法権柄 施政（政令）権柄（又行法権柄ト称ス）司律権柄
監察官を設くるの議 江藤新平 1868 立法・議政官 行政官・行政 司法の権・獄訴刑罰の権
英国議事院談 福沢諭吉纂輯 1869 議政の権 為政の権
五箇条御誓文ト政体書ノ由来ニ就イテ
福岡孝悌 1869 立法権 行法権（行政権） 司法権
	 從上表可以看到，『泰西国法論』中出現了「行法ノ權」「司法ノ權」，而『別紙議題草案』中出現了
「立法ノ權」。之後這三種術語被繼續使用。再後來， 三字漢語「立法權、行法權（行政權）、司法權」1869
年第一次在『五箇条御誓文ト政体書ノ由来ニ就イテ』里出現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為甚麼有的使用
「-法」有的使用「-政」，有的「-法」和「-政」都不用。以下三本書明顯能看出「政」和「法」的差異。
1.福澤諭吉編纂『西洋事情』（初編外編）使用「-法」「-政」，『英国議事院談』對立法權和行政權都用了「政」。
2.津田真道在『泰西国法論』里統一使用「-法」。
3.加藤弘之所著的『立憲政體論』中用「-法」「-政」來翻譯「行政權」。
他們所使用的「法」和「政」是甚麼意思，為甚麼使用「法」和「政」，下面把這三本資料詳細展開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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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福澤諭吉的譯詞―「政」
	 福澤諭吉把近代立憲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專制政體的區別，用和語（固有日語）「政（maturigoto）」來
具體地表達，並創造了「議政ノ權」「為政ノ權」的譯詞。
 1866年，福澤出版『西洋事情初編』9），介紹了美國、英國、俄羅斯、法國等七個國家的情況，還有他作
為外交使節團的成員在歐美訪問時的見聞。他在該書卷之二「合眾國 政治」中除了介紹美國的政治制度之
外，還把合眾國憲法翻譯成日語，以及在卷之三「英國 政治」中介紹了英國的政治制度。1868年，他還翻
譯了WR Chambers『経済論』（“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s, 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
出版了『西洋事情 外編』。接着，1869年他翻譯“English parliament”出版了『英国議事院談』10）。
	 福澤在這些書中用「政（maturigoto）」來介紹西洋的政治制度。但是從上面的表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書使用「法」的術語而福澤使用「政」。為甚麼福澤不使用「法」只使用「政」呢？他又是怎樣用「政
（maturigoto）」來理解西洋的近代政治制度，要傳達些甚麼呢？下面就拿民主共和制的美國以及立憲君主
制的英國來進行説明。
	 福澤在『西洋事情外編』的小引（短序）中說「乃チ此編文章ノ体裁ヲ飾ラス強メテ俗語ヲ用ヒタル
モ只達意ヲ以テ主トスルカ為ナリ（巻 1-2 b）」（筆者翻譯：這篇文章不顧表達方式敢於使用俗語，就是
為了更準確地表達）。他還在『英国議事院談』的例言中寫到「譯文の躰裁は務めて原意を錯らざらんを以
て主とせり然れども彼国の制度法律等に至りては東西の風素より同じからず我耳目に慣れざるもの夥多
にして実地に接するに由なければ其情状を詳かにす可らず……」（筆者翻譯：譯文的表達盡量以原意為主，
然而有關那個國家的制度法律，由於東西方的風俗不一樣，如果不真正接觸就很難了解實際情況）。因此，
為了讓日本人更好地能夠理解當時社會尚未出現的近代政治制度，福澤尊重原意使用了和語（固有日語）
「政（maturigoto）」。
	 福澤在1866年出版的『西洋事情初編』中介紹了美國和英国的政治制度。合衆国憲法第 1条第 1節的
原文和譯文如下。
（1）　国政ヲ議定スルノ権ハ合衆国ノ議事院ニ在リ議事院ハ上下ニ区ニ分ツ
 （『西洋事情初編』巻之二「合衆国政治」19a）」
  原文： “All legislative Powers herein granted shall be vested in a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consist of a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他把 legislative Powers翻譯成「国政ヲ議定スルノ権」，而且在「政治（15a）」中解釋美國政治制度
寫到「……合衆国ノ政治ハ国民集会シテ国政ヲ議スルノ趣意ニテ国法ヲ議定スルノ権ハ議事院ニアリ……」
（筆者翻譯：合眾國通過聚集國民的方式來議論國政，國法最終議定的權力還是屬於議事院）。從這里可以
看出，legislative Powers屬於議定国政的議事院。還有，關於英国議事院福澤在「巻之三英国 政治」中
說到：「上院下院ハ各々別局ニ於テ事ヲ議シ説ヲ述ヘ国王ヲ第一等ノ地位ニ置キ三局ヲ会同シテ政ヲ議ス
9 ）『西洋事情初編』巻之二合衆国政治19a～38a。巻之三英国政治32a～37a。
10）	福澤在前言中寫到，該書是他根據三位學者所著的摘要書來翻譯的，即英國人ブランド所著的『学術韻府』（1865-67,
倫敦刊）中有關議事院的部分和ブラッキストーン所著的『英國法律』以及ビール所著的『英國誌』等書。據慶応大
学デジタルギャラリー記載，這些原書都是有關英國國會的書，是福澤受紀州藩士伊達五郎的委託而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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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議事院ナリ（33a）」。這里，他用一個字「政」來表示英国議事院，也解釋了那是一個審議政治的場
所。即，福澤理解的近代政治制度的關鍵在於如何審議國政。
	 那麼，福澤是怎樣使用「政」來表述英國的立憲君主政體的呢？通過把WR Chambers “Political 
Economy”‘Origin of Government’和福澤所翻譯的『西洋事情外編巻之二』「政府ノ種類」（1868年）進
行對照來考證。
（2）　原文：A certain degree of training in the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s appears to be also 
necessary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in order that any democratic kind of 
government may be well managed. （“Political Economy”p.26 No.80）
　　譯文：	政治経済ノ科ヲ学ブハ国民ニ於デモ欠クベカラザルノ緊要事ナリ。国民皆コノ事情
ニ暗クシテハ、国中会議ノ政ヲ以テ国ヲ治ムベカラズ。（p.4b）
	 他認為 democratic kind of government（民主的政治）就是和國民一起議事的政治。
（3）　原文：their being suddenly invested with the privileges of a representative system is 
calculated to do them little good,……（“Political Economy”p.26 No.80）
　　譯文：	斯ル風習ノ存スル国ニ於テ、俄ニ平人ヲ挙テ議政ノ権ヲ附与スルトモ、……ソノ権ア
ルモノソノ事ヲ為シ能ワザルベシ。（p.4b）
即，the privileges of a representative system（英国代議政体的特権、下院的権力）是給於由平民推選
的人的「議政ノ權」。
（4）　原文：Justice-of-peace tribunals, commissions of police, town-councils, trus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roads, are so many nurseries for political affairs with us, which 
are wanting in France and Germany; consequently, when political privileges 
are extended to the mass of the people in these countries, they are unable to 
use then discreetly. （“Political Economy”p.26 No.80）
　　譯文：	故ニ今仏蘭西、日耳曼等ニテ、俄ニソノ政治ノ体裁ヲ変ジ、国中一般ノ人ヲ会シテ
政ヲ議スルノ法ヲ立テナバ、ソノ人々事ニ慣レズシテ必ズ処置ヲ錯ルコトアル可シ。
（p.5a）
即，因為在這種體制下很大一部分不了解政治情況的國民也拥有 political privileges（特権），所以有必要
通過制定「政ヲ議スル法」來進行限制。
	 從資料（2）（3）（4）可以看出原文和譯文完全不一，而且無論「政」是一個字還是二個字，都是跟「國
民、平民、國中一般ノ人、會議、議スル」一起使用。這里，他解釋了英国立憲君主政體就是制定近代憲
法、在國內推選平民、通過議會來做決策的政治結構，並以此來明確表示其與專制政體的差異。所以對於
沒有法律的專制政體，無論是虐政還是善政他都用「政ヲ施ス」來表達11）。
11）（1）……attheheadofabandofhiscountrymen,andwhosedescendantsafterwardsgraduallypossessedthemselves
of largerterritories.（『経済論』p.23No.70）。「次第ニ土地ヲ横領シ、遂ニ一国人民ノ上ニ立テ政ヲ施スモノナリ。
（『西洋事情外編』p.129）」
 （2） It is seen, for instance, that it is on the whole beneficial, that the government whatever be its form or
historical basis, should enjoy the good-will and support of a largemajority of the people. ＜中略＞ Ow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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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1869年福澤在『英國議事院談』中把 the legislative power（立法権）翻譯成「議政ノ権」，把
the executive power（行政権）翻譯成「為政ノ権」，都使用了「-政」這個字。福澤的譯文如下。另外，
筆者由於沒有看原書，因此只用譯文來考察。
	 西洋各国大抵皆国王ヲ奉シ法律ソ定メテ政ヲ為スノ風ナレバ此法律ヲ議定スルガ為ニハ国民ノ
会議ヲ設ケ遍ク衆議ヲ采ルヲ以テ政治ノ本旨ト為ス……今欧羅巴洲ニ於テ事実議政ノ大会ヲ設ケ上下
同議ノ政治ヲ立テ名実相協フモノハ独リ英国ヲ以テ然リトス……君上専権ノ政ハ威権嚇嚇トシテ盛強
議政ノ権ト為政ノ権トヲ合シテ一手ニ其柄ヲ握レルモノナレハ……『議事院談巻之一』（p.1～3）
	 一看譯文就能看出，前一半簡明地解釋了立憲君主制的英国政治制度，後一半給它們創造了專門的譯
詞。即，福澤把運用法律來議政的權力翻譯成「議政ノ權」，把根據法律理「政」的權力翻譯成「為政ノ
權」。另外，「政治」這個詞也是一個到了明治時代之後才開始廣泛使用的近代術語，福澤所理解的「政治」
跟近代立憲國家體制下的理「政」一致。與此相反，他把君上専権體制下的政治用一個字「政」來表達，
也翻譯了那個「政」是由一人掌握「議政ノ權」和「為政ノ權」。
	 由於福澤更關注近代立憲国家的国政結構，所以他在翻譯 the legislative power、the executive power
時使用了「政」。
2.1.2　津田真一郎的譯詞「法」
 1868年，津田真一郎翻譯了荷蘭莱顿（Leiden）大學 Simon Vissering博士的法學講議，出版了『泰
西國法論』12）。在該書中三權被翻譯成「制法ノ権」「行法ノ權」「司法ノ權」。並且「行法ノ権」「司法ノ権」
在世界上是第一次出現。這些詞都使用了「法」。那麼，這些譯詞的「法」都有甚麼意思？他為何不使用
「政」，而使用「法」。關於三種權力的譯文如下13）。
	 主権ノ作用別テ三向トナル　第一　政治ノ大典及国家品序ヲ制ス（制法）、第二　右ノ大　典律
法ヲ頒布シ内外国事ヲ総テ障ナク執行フ（政令理財）、第三　国内品序ヲ正シ人々ノ権利ヲ保護ス
（司法、治道）（19章）。右主権作用ノ三向ニ従テ国権ヲ別テ三権トシ之ヲ制法行法司法ノ三権ト云フ
……孟得斯咎律例精義十一巻六篇（第20章）14）。右区別ニ従バ　第一 制法ノ権ハ律法ヲ制定ス、第二 
this principle, Austria, under the nearly absolute government of the amiable emperor, FrancisⅡ., was
practicallymore freethanFranceundertheRepublicof1848;（『経済論』p.24No.76）。「政府ノ体裁ハ何様タル
ヲ論ゼズ又ソノ年代ノ新旧ニモ拘ワラズ国中ノ人心ヲ得ル所以ハ恩徳ヲ施スニ在リ……墺太利ノ如キハソノ政府ノ体
裁、殆ンド立君独裁ニ弐ル似タルモノナレドモ、仁君ノ名アル第二世フランシス帝ノ時代ニハ、ソノ政、却テ仏蘭
西ノ共和政治ヨリモ寛大ナリ。」（『西洋事情外編』p.132）
 （3）……like the people of Persia, can only have a despot over them, whom they will permit to act towards
individualsaccordingtohisownwillandpleasure.（『経済論』p.26No.79）。「ペルシャ人ノ如キ、虐政ノ下ニ立
テ、君主一人ノ独断ニテ随意ニ政ヲ施スト雖ドモ、人民コレニ安ンジテ嘗テ怪ム色ナシ。」（『西洋事情外編』p.134）
12）	津田是1862年受幕府之令跟西周和榎本武揚等人一起去和蘭留學的第一批日本留學生之一。據長尾龍一2005年所著的
『フィセリングと自然法』《日本法学》71巻第 1号 pp.85）記載，『泰西国法論』的原書已丟失。
13）	『泰西国法論』「巻一国法論ノ総旨/第二篇　国ノ主権」第19章20章21章（p.29-30）。
14）	根據這句字分析應該是津田第一次把孟德斯鳩的書命名為『律例精義』。後來，1872年鈴木唯一翻譯孟德斯鳩的書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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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ノ権ハ律法ヲ施行ス、第三　司法ノ権ハ律法ニ従ヒ権利ヲ保護ス（第21章）。
即，主權有「制法」「政令理財」「司法治道」等三種作用，根據這種作用，國權分成「制法ノ權」「行法ノ
權」「司法ノ權」等三種權力。而且這是按照孟德斯鳩的原理來分的。
	 「制法ノ權ハ律法ヲ制定ス」的制法是「制法トハ国ノ制度経済ノ大典ト国家国民双方ノ諸権諸義並ニ
諸人日用往来ノ際一切諸権諸義ノ条規ヲ定テ律法ト為スヲ云フ（第13章）15）」。即，「制法ノ權」是制定國
家、經濟制度以及國家與國民、国民輿國民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等相關法律的權力。「司法ノ権ハ律法ニ従ヒ
権利ヲ保護ス」是有關「司法、治道」的權力，即打撃非法非禮的行為，維持秩序，保護人利益的權力16）。
從這里可以知道，「制法ノ權」的「法」指的是制定律法，「司法ノ權」的「法」指的是根據律法保護權利。
	 而「行法ノ權ハ律法ヲ施行ス」不僅僅是行使律法的權力而已，「行法ノ權」還包括有關「政令理財」
的權力。「政令理財」的作用是「政令ハ啻制法ノ条例ヲ実事ニ施スノミニ止ラズ総テ政府万機ノ出入内外
国事ノ執行ヲ云フ（第15章）」，「理財ハ国家財用ノ経理ニテ国家私有ノ土地品物歳入歳出国債等ノ管轄ヲ
云フ（第16章）」17）。即，「行法ノ權」是除了施行法律以外，還掌管國內外重要國事的權力以及管理財政的
權力。同時，該書還寫道：政令屬於「政令ノ權」，理財屬於「公法ノ体」「私法ノ体」18）。
	 筆者認為，津田真一郎所理解的「法」雖然有幾層意思，其中，「行法ノ權」不僅包括法律方面的權
力，而且還包含政務和行政方面的權力，但是總的來說三權都還是關於法律方面的權力。筆者還認為，使
用「法」來翻譯能夠向大家對西方的近代法律的新概念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2.1.3　加藤弘之的術語「施政（政令）權柄（又行法權柄ト称ス）」
 1868年，加藤弘之把『鄰艸』（1861）展開，出版了『立憲政體略』，更詳細介紹了近代西洋政治制
度19）。加藤在該書里把政體分成五種政體：君政的「君主擅制」「君主専治」「上下同治」，以及民政的「貴
顕専冶」「萬民共冶」。他還說「上下同治」和「萬民共冶」是唯一的立憲政體20）。
	 該書里出現了四字漢語「立法權柄」「施政（政令）權柄（又行法權柄ト称ス）」「司律權柄」，這些詞
有可能是加藤參考了在裨治文所著的『大美聯邦志略』（翻刻版1861『聯邦志略』）里的「立法權柄」「行法
権柄」「審判總權」而想到的。但是，裨治文用的是「行法権柄」，而加藤使用了「施政（政令）権柄」和
「行法権柄」以及「萬機ノ政ヲナスノ権□（柄）」。加藤弘之為甚麼使用了“政”。原文如下。
同樣借用『律例精義』作為書名。
15）	『泰西国法論』巻一	第一篇	 13章（p.24）
16）	「司法ハ国ノ平安ヲ護リ国中ノ非法非礼ヲ防キ諸民ノ権利ヲ保護シ以テ国ノ洪福ヲ長スル方術中ノ尤ナル者ニシテ。
国家治道ノ一端ニ属ス（第一章），治道トハ国中諸人権利平安ヲ保チ国内禮序正シク民利増長スル為ニ国家ノ周ク□
ヲ用フルヲ云フ但民利ハ国家ノ宜シク関知ス可キト関知ス可ラザルトノ分界アリ此分界ヲ犯ス可ラズ（第14章）」
17）	『泰西国法論』巻一	第一篇　第15章16章（p.24、25）
18）	『泰西国法論』第一巻、第四篇政令並理財、第八章（p.41）
19）	「立憲政体略」（『加藤弘之文書第一巻』p.42）
20）	「五政體中公明正大確然不抜ノ国憲ヲ制立シ以テ真ノ治安ヲ求ムルモノハ独リ上下同治、萬民共治政體ノニ政體ノミ
因テ之ヲ立憲政體ト称ス……（p.43）」。加藤在蓋書中指出上下同治是英國人米耳頓（Milton）、羅克（Locke），法國
人孟德斯鳩、蘆騷（Rousseau），德國人汗土（Kant）、非弗得主張的政體，而美國和瑞士是萬民共治政体。加藤弘之
把這種政體命名為「立憲政体」，後來這個術語被廣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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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政令）（抹消）権柄 <又行法権柄ト称ス（割註）> 
〇既ニ君主ト立法府両院ト相共ニ商議シテ制立セル憲法ヲ施行シ或ハ此□（憲）法ニ則リテ萬
機ノ政ヲナスノ権□（柄）ヲ称シテ施政（令）（抹消）権柄又行法権柄ト称ス……（p.46）
　（	筆者翻譯：把行使君主和立法府共同商議而制定的憲法的權力以及根據此憲法施行國家政務
的權力稱為施政（令）（抹消）権柄又行法権柄……）
	 從這里可以看到，加藤使用「施政
4 4
（政令）（抹消）權柄<又行法權柄ト称ス>（割注）」來表達了 the 
executive power應該包括兩種不同的權力，即行使憲法的權力以及按照憲法理「政」的權力。
2.2　三種權力的術語―從在日本第一次出現到在日語中確定
2.2.1　「立法權」「行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在日本第一次出現
（1）　「行政官」在「政體書」的出現
 1868年 4月 6日，「五箇條御誓文」頒布了。1868年 6月11日，明治政府以這部「五個條御誓文」為基
本方針頒布了「政體書」。「政體書」里首次明確了日本的近代政治制度的官制：「議政官」「行政官」「刑法
官」等七官的職務以及權力。立法之權屬於「議政官」，行法之權屬於「行政官」、「神祇官」等四官，司法
之權屬於「刑法官」21）。
那麼，「行政官」掌管的行法之權是怎樣一種權力呢？原文如下。
行政官　輔相二人 議定兼之 掌補佐　天皇奏宣議事督国内事務及総判宮中庶務　＜省略＞　右
一官執行法之權（p.39-42）
即，「行政官」的兩位輔相由議定（=議政官）兼任，他們向天皇進言議事，輔佐天皇、監管國內事務、總
管宮中的總務，以及掌管行法之權。
	 從這里可以知道「行政官」掌管的行法之權主要是處理國家政務。當時日本還沒有制定近代憲法，所
以這種權力並不是憲法上的權力。「行政官」這個官銜給「行政權」的出現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1869年，「行政」以理政的意思，即「行政　ギョウセイ　セイジヲオコナフ（行部 6画25コマ）」收
錄在『日誌字解』22）（岩崎茂実著）里。
（2）　第一次出現的術語「立法權」「行法權（行政權）」「司法權」
 1869年左右，福岡孝悌寫下了「五箇条御誓文ト政體書ノ由来ニ就イテ」（以後，簡稱「政體書ノ由
来」）。他是起草「政體書」的主要人物之一。書中第一次出現了三字漢語「立法權」「行法權（行政權）」
「司法權」。其中「立法權」「行法權」「司法權」可能是由「政體書」所使用的「立法之權」「行法之權」「司
法之權」而改成的複合詞。還有一個看法是它們來源於『聯邦志略』里的「立法權柄」「行法權柄」，因為
據福岡說，「政體書」參考了『聯邦志略』（箕作阮甫訓點）中的美国合衆国憲法。
21）	福岡孝悌著「五箇条御誓文ト政體書ノ由来ニ就イテ」p.35-42（『明治憲政経済史論』1919）。「政体書」規定，国家主
権從天皇手中移交到一個組織―太政官。太政官由七官組成，即議政官、行政官、神祗官、会計官、軍務官、外国官、
刑法官、地方官。其中，「立法之權」屬於議政官，「行法之權」屬於行政官、神祗官、会計官、軍務官、外国官，「司
法之權」屬於刑法官，也就是說國家權力在太政官這一個組織里已出現了三權。
22）	『日誌字解』（全『令典熟語解』）沒收錄「立法・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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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權」這個術語，雖然使用了括弧，但「行政權」第一次在「政體書ノ由来」
里出現了。正如上文所述，由於行政官的職務是處理有關政務，所以福岡把這個權力稱為「行政権」也並
不意外，而加藤弘之通過使用了「政」字的「施政（政令）権柄」來表示根據憲法處理國家重要的政務的
權力。
	 可以說在這里，「行法權」和「行政權」被用來表達幾乎一樣的意思。
2.2.2　「行法權」和「行政權」的意思
	 另一方面，在下面的翻譯書、解說書等書籍里都論述了「行法權」和「行政權」這兩種術語的意思。
　①1873年刺屈爾西 （Emile Delacourtie） 著[他]、大井憲太郎譯『佛国政典』23）
　②1876年中金正衡著『政学概論』「巻一行法権」24）
　③1878年山崎直胤纂譯『佛国政法提要』25）
①『佛国政典』是有關各國法制的書的翻譯書。②『政学概論』是有關歐洲的立憲政體以及立法權、司法
權、行法權、国君内閣等的概論書。③『佛国政法提要』是有關第三世那破列侖皇帝制定的建国法（1852
年）的政法的翻譯書（p.2）。「行法權」和「行政權」在這些書中表達着不同的意思。
	 關於行法權原文如下。
 ·憲法上ニ就テ三権ヲ三別シ立法行法司法ト云フ即チ三権ノ本体ヲ云フ（『政学概論』巻一36b）
 ·職務ヲ分ケテ立法行法司法ノ三権トナル所謂大権ナルノノハ此三権相合シテ成ルモノノ称呼ナリ
（『佛國正典』 2 b）
 ·行法権ハ立法権制立ノ律法ヲ実際ニ施行スルコトヲ掌リ（『佛國正典』11a）
 ·此権ハ立法官ノ作為セシ法律ヲ全国ニ行フニアリ（『政学概論』巻一10b）
 ·行法権ハ法ヲ頒布シ且ツ之ヲ執行シ（『佛国政法提要』p.173）
 ·凡ソ一国ノ政ヲ掌ル権柄ヲ分テ、立法行法司法ノ三権トセシハ、「モンテスキュー」氏著ス所ノ律
例精義26）ヲ以テ濫觴トス（『佛国政法提要』p.173）
從上文可以了解到，「行法權」指的是憲法上規定的權力，是三權中的一個，主要頒布和施行國家法律。
	 關於行政權，原文如下。
 ·行政ノ本義ハ政府ノ所見ヲ実地ニ施行シ又国是諸律ヲ施行スルニ輔助トナルベキ一切ノ勤務ニ在
り（『佛國正典』第 1巻 1 b- 3 a）
 ·国王両議院参議院司法官等ノ執リ行フ所ノ事務ナリ概シテ之ヲ行政ト云フ、所謂大権ヲ行フノ枢
機ナリ、（『政学概論』巻一行法権36b）
 ·行政トイヘハ行法トイフヨリモ、稍ヤ政法施行ノ上ニテイフ意味ヲ帯フ……所謂政法ナル者ハ行政
権ノ設置方法即チ政務ノ関係ヲ論スルモノ、（『政学概論』巻一37a）
23）	江藤新平司法卿命令大井憲太郎所譯。（『佛國正典』序）
24）	該書是為本願寺真宗東派的學生而著的政治初學書。（『政学概論』凡例）
25）	山崎直胤從法國回來後在太政官當書記，接到有栖川親王的命令而翻譯。
26）	從這里可以看到，山崎氏1878年在纂譯『佛国政法提要』之時應該參考了津田真一郎1868年所翻譯的『泰西國法論』或
者鈴木唯一1875年所翻譯的『律例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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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可以了解到，「行政權」則指的是在憲法上政務方面的權力，是合法地處理國家的事務。
	 「行政權」雖然早在「政體書ノ由来」里就出現了，但是「行法権」「行政権」在之後的一段時間里都
被用來作為 the executive power的譯詞。
2.3　「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被廣泛使用的過程
	 四種術語「立法權」「行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從18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被重新劃分為三種術語
「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演變一覽表如下。
 立法権	 /	行政権	 	 	 	 	 	 /		 司法権  出版年  著者 書名
	 立法の権/	executive行法の権	/		 ×	 	 	 	 1870-71頃	西周	『百学連環』
	 	 ×	 	 /	法令を実地に施す権力/	×	 	 	 	 1872 W.Young著、瓜生三寅譯	『合衆国政治小学』27）
 立法権	 /	行政権・行法権	 	 /		 司法権  1873 独刺屈爾西著[他]、大井憲太郎譯『仏国政典』
	 立法	 	 /	行政	 	 	 	 	 	 	 /		 司法	 	 	 1873	 大久保利通著『立憲政体に関する意見書』
 立法権	 /	行政権	 	 	 	 	 	 /		 司法権  1876 孟德斯鳩著、何禮之重譯『萬法精理』
	 立法権	 /	行政之権	 	 	 	 	 /		 司法権	 	 1876	 中金正衡著『政学概論』
	 立法権	 /	行政権	 	 	 	 	 	 /		 司法権	 	 1878	 久米邦武著『米欧回覧実記』第 1編11巻、第 2編24巻
	 立法権	 /	行政権・行法権	 	 /		 司法権	 	 1878	 山崎直胤纂譯『佛国政法提要』
	 立法権	 /	行政権・執行権	 	 /		 司法権	 	 1882	 帕布倫利著、平田東助和平塚定二譯『国家論』28）
	 立法権	 /	行政権	 	 	 	 	 	 /		 裁判権	 	 1883	 加藤正之助著『改進論』
	 立法権	 /	行政権	 	 	 	 	 	 /		 司法権	 	 1886 	藤林忠良和加太邦憲著『仏和法律字彙』
	 立法権	 /	行政・施政	 	 	 	 /		 司法権	 	 1889 	『大日本帝国憲法』
	 立法権	 /	行政・施政	 	 	 	 /		 司法権	 	 1889	 伊藤博文著『大日本帝国憲法義解』
	 立法権	 /	行政権・執行権	 	 /		 司法権	 	 1890	 松永道一著『政治論綱』
	 立法権	 /	行政権	 	 	 	 	 	 /		 司法権	 	 1895	 加藤弘之著「各国憲法の異同」
	 從這一表可以看到，在1876年的孟德斯鳩著/何禮之重譯的『萬法精理』29）中使用了三種術語　「立法
27）	『合衆国政治小学』是瓜生三寅1872年從名山閣出版的一部譯本，對有關合衆国政治制度的譯本來說，該譯本是較早出
版的一部。原書是Andrew W. Young1865年所著的“The Government Class Book”（New-York出版）。從原書和
譯本的目錄來看，該書由初編、二編、三編組成。初編介紹了人的權利和自由等相關政治概念以及合衆国各州的政治
制度，二編是有關合衆国大政府的，三編跟法律有關。但是，筆者沒找到二編和三編。
28）	『国家論』的原書為”Allgemeines staat srecht”，是瑞士哲學家翰卡斯帕布倫利（Bluntchi Johann Caspar）1851-1852
年間在德國慕尼黑工作的時候出版的（據『翻訳の思想』p.414記載）。平田東助和平塚定二郎把這本書翻譯成日語，
1882年以『国家論』的書名出版。
29）	何禮之1871年以一等書記官的身分隨岩倉使節団去歐美考察。據卷之一何禮之歲版記載，何禮之陪同木戸孝允在華盛
頓與法學家サミュール・ティロル會面了，期間木戶向ティロル尋問了有關西洋法律的特點。ティロル建議木戶應該
掌握古今第一的法學家孟德斯鳩的法論精髓。因此何禮之買了孟德斯鳩的1873年新刊英譯版的那本書（不是1786年的
英譯版），並且考察的一路上都在翻譯。據凡例記載，日文譯本有兩部，一部是何禮之1876年所重譯的『萬法精理』（英
日譯。從第 1卷到第20巻），另一部是鈴木唯一1875年所翻譯的『律例精義』（法日譯。從第21巻到最後）。為了避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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権」「行政權」「司法權」。其中，何禮之只用「行政權」來翻譯 the executive power。原文和譯文如下
 In every government there are threesortsofpower: the legislative; the executive in respect 
to things dependent on the lawofnations ……
	 各政府ニハ三種ノ権アリ、一ニ曰ク立法権、二ニ曰ク萬国ノ公法ニ属スル機務ヲ掌トル処ノ行
政権、（巻之十一 5オウ）
	 那麽，他為甚麼沒翻譯成「行法權」，而翻譯成「行政權」呢？何禮之把 “the executive in respect 
to things dependent on the lawofnations” 的 “things” 用「機務」這個詞來翻譯。「機務」有非常重要
和有關機密的政務的意思。他在翻譯 the executive的時候，沒選擇 law of nations的意思，而選擇了 things
（機務）的意思，通過使用了含「政」字的「行政權」來表達 “the executive power” 是掌管國家政務方
面的權力。
	 後來，「行政權」的使用頻率逐漸高了起來。1886年，三種權力的術語「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
被收錄在辭典里。原文如下。
 1886年藤林忠良、加太邦憲所著的『仏和法律字彙』（p.77）30）里收錄了三権的名稱。
 POUVOIR LÉGISLATIVE--Rippōken	立法權
 POUVOIR EXÉCUTIF--Gyōsei ken		 行政權
 POUVOIR JUDICIAIRE--shihōken	 	 司法權
 1886年，赫本（Hepburn）所著的『改正増補和英英和語林集成』第三版里可以看到「ken」這個詞
（初版和再版里沒有記載）。
 Rippō		リツパフ立法Enacting laws, legislative:―bu, legislative division of govermennt; ken, 
legislative power, right to enact laws
 Gyōsei	ギヤウセイ行政　Executive or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bu,―  department; ―ken, 
executive power
 Shohō		シハフ司法 Judicial, administering the laws: ―bu, judicial part of a government.
（沒有 ken的記載）
 1889年，明治政治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1889年 6 月，伊藤博文出版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義
解』31）。在該書第四条的附記中使用了「行政權」。原文如下。
	 歐洲輓近政理ヲ論スル者ノ説ニ曰、国家ノ大權大別シテ二トナス、曰立法權行政權而シテ司法
ノ權ハ實ニ行政權ノ支派タリ……（『大日本帝国憲法義解』p.5）
『行政權』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義解』中的使用對「行政權」在日本的確定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複翻譯，他門兩位劃分範圍。（凡例 1頁ウ）
30）	『近代日本学術用語集成』第二巻法律関係。
31）	伊藤博文在序文中解釋，『大日本帝國憲法義解』不是詳細說明憲法的書，而是在看憲法時用來参考的書。另外，關於
該書的日中譯本，韓大元著和鈴木敬夫等人所翻譯的論文里寫到，伊藤博文1901年所出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義解』有
兩部日中譯本，一部是丁徳威所譯（日本秀光社出版），另一部是瀋泓所譯（金栗斎鉛印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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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辭林』里收錄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原文如下。
	 りっぱふけん	 	 立法權	 	行政権並司法権に対して立法に関する統治権の作用の称。又、議会
が立法の手続きに参与する権限の称にもいふ。
	 ぎやうせいけん	 行政權	 行政と称する統治権の作用。
	 志ぱふけん	 	 	 司法權	 	司法と称する国家統治権の作用。天皇の名に於て法律に依り裁判所
これを行ふ。32）
3. 三權術語在中國被普遍使用的過程
	 在中國，甲午戰爭後，《時務報》和《知新報》創刊了。1898年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發動的歷
時103天的戊戌變法最終失敗，康有為和梁啓超逃往日本。1905年清朝政府派遣憲政視察団到歐洲美國日本
考察政治。1908年清朝政府頒布了欽定憲法，這是中国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
	 在日本，中國人創刊了《清議報》《国民報》《民報》等雑誌，其中刊登了一些從日本書和雜誌上翻譯
過來的內容。同時，一些由中國留学生用中文翻譯的書也出版了。通過這些書和使節団的資料，西洋近代
政治制度的術語傳到了中國。
	 中國是從日本的甚麼書里學習到日本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呢？
3.1　「政體書」的術語的影響
	 在日本，「立法之權」「行法之權」「司法之權」在「政體書」中被使用。
 1895年末黄遵憲所著的『日本国志』出版33）。該書介紹了明治維新的官制：「二月改八課為八局閏四月
改局稱官復分總裁局為議政官行政官」、「太政官中旋設外務內務軍事會計法制司法六局」、「設元老院以定
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鞏立法之權」。「立法之權」「議政官」「行政官」「司法」這些詞都是在「政體書」中所
使用過的術語。
 1896年 8月《時務報》在上海創刊，1897年 2月《知新報》在澳門創刊。兩份雜誌都登載了有關西洋
的近代政治制度和明治維新的日中翻譯書、英中翻譯書。《時務報》跟《知新報》使用的術語有所不同。《時
務報》如下。
	 古城貞吉譯（1896年）「政党論」34）：行政、立法行政二部、立法之大權、立法大權、制法之權。
	 古城貞吉譯（1897年）「日相論制定憲法来歴」35）：立法、行政之權。
32） 1907年以前出版的其他辭典里沒有收錄三種権力的術語，比如『言海』（1889-91年）、『日本大辭典』（1892-93年）、『帝
国大事典』（1896年）。
33）	『日本国志』巻14「職官志二」p.161-162。據『日本国志』p.4,p.19記載，『日本国志』1887年完成，1895年正式刊行。
當時甲午戰爭中國敗北不久，這部關於日本新政府和明治維新的書很受中國人的重視。
34）	該報道（《時務報》第17冊）刊登在1896年11月20號的《大日本雑誌》中，公開發表對日本政局的議論。（2013佐々木揚）
35）	該報道（《時務報》第26-27冊）刊登在1897年 4月20號的《東京日日新聞》中，其參考了伊藤博文所演説的記録摘譯，
從而說明憲法發布的經過。（2013佐々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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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錫勇譯（1897年）「美国合邦盟約」36）：立法之權、行法之權、司法之權、審司之權。
古城貞吉是一位負責將日本消息翻譯成中文的日本人，他使用的譯詞都是「政體書」中的術語。蔡錫勇是
一位中國翻譯，他的消息雖然是從英中翻譯書轉載的，但是譯詞也都是「政體書」中的術語。從這里可以
看出《時務報》受到了「政體書」的影響。
	 《知新報》登載了周霊生所翻譯的「丁茜列国歳計政要巻一」37） 的英中翻譯報道。
	 「民主国　美利堅国　総統」	：議法之權、行政之權、掌律之權
	 「議院」	 	 	 	 	 	 	 	 	 	：上院之権、刑審之權
可見，周霊生所使用的大部分的譯詞不是日本的術語。
	 而無論日中譯文還是英中譯文，《時務報》都使用了日本術語。這很有可能是因為由古城貞吉負責翻譯
的緣故38）。不過，尚不清楚古城是否對蔡錫勇的譯詞進行過修改。
	 另外，康有為所著的「請講明国是正定方針折」和『日本変政考』使用了「政體書」的術語。
 1898.6.17（光緒24.5.28）	「請講明国是正定方針折」39）：「臣考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
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
 1898.4.10（光緒24.3.20）	『日本変政考』：「立法之權、行法之權、政官、行政官」
	 這些術語都跟「政體書」中使用的官制和三種權力的名稱一樣。另一方面，康有為所編纂的『日本書
目志』40）（1898年出版）中可以找到布倫奇利（Bluntschli）著、平田東助和平塚定二翻譯的『国家論』以及
伊藤博文所著的『帝国憲法皇室典範義解』的書名41）。但是，『國家論』的譯詞是「立法權」「執行權」「行
政權」「司法權」，『帝國憲法皇室典範義解』的術語是「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施政」。由此可見康有為
使用的術語也受到了「政體書」的影響。
3.2　《清議報》《国民報》《新民叢報》《民報》的術語受到日本書籍的影響
	 在日本，「立法權」「行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四種術語首次出現是在「政體書ノ由来」（1869年）
中。19世紀90年代，大部分的書籍使用的是「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這三種術語。在那時候中國的
書籍和雜誌中也能看到這三種術語。
36）	該報道刊登在《時務報》第45-51冊中，是美國合眾國憲法和修正15個条的英漢全譯，其中三権的術語在第45、第47、
第48冊中使用。翻譯者是蔡錫勇，他把張蔭桓所著的『三洲日記』（1896年出版）中的美國憲法翻譯成了漢語。蔡錫勇
是中國駐美國陳蘭彬公使的翻譯官。而張蔭桓1897年以後長期從事外交，擔任過中國駐美國西班牙必魯的公使。（2013
佐々木揚、p.65）。
37）	該報道刊登在第24冊～第42冊（1987.7.10～）中，「民主国」在第30冊中登載，「議院」在第31冊中登載，它們都跟美
國政治制度有關。（據2013佐々木揚，原書是	J. Scotte Keltie, ed., The State sm an’s Year-book, 1897（London：
Macmillan, 1897。）
38） 2013　佐々木揚、p.62-67。
39）	這是康有為向光緒帝上奏變法必要性的奏本。據佐々木揚（2013年）記載，這份奏本是由康有為代筆，監察御史宋伯
鲁上奏的。光緒帝1898年 6月11號頒布了「明定国是」，戊戌變法正式開始。
40）	佐々木揚著2013『康有為と梁啓超の憲法観―戊戌前夜から義和団事件まで』。
41）	『帝国憲法皇室典範義解』收錄在『日本書目志巻六』法律門中，『国家論』收錄在『日本書目志巻五』政治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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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清議報》的譯詞 來自日本書的轉載
	 逃往日本的梁啓超1898年12月23日（光緒24年11月11日）在橫濱創刊《清議報》42）。該雑誌轉載了日本
書和日中翻譯書，「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也原封不動地被借用。
1899年	 加藤弘之著、会梁 任譯「政治学譚　各国憲法異同論」43）：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
1899年	 	徳国伯崙知理（Bluntschli）著、日本吾妻兵冶譯「国家論巻四第三章」44）：「孟的士鳩氏。大別
国権為二種。立法權。執行權。再別為二種。重要之執行權 即今所謂行政權。司法權」
3.2.2　《国民報》中的術語
	 革命党人秦力山等人1901年在東京創刊《国民報》。該雜誌登載了一篇研究孟德斯鳩的論文，即阿勿雷
脱（Alfred Jules Émile Fouillée）所著的「欧州近代哲学孟德斯鳩學說」45）。原文如下。
	 「……曰立法權。曰行法權。曰司法權。均宜分立。不能相混。此孟氏之所創也」
從上文可以看到，這篇論文沒有使用那時候在日本已經被廣泛採用的「行政權」，而使用了「行法權」。同
時，譯文中可以找到孟德斯鳩著、何禮之所重譯的『萬法精理』的書名，因此秦力山等翻譯應該參考過日
本的這本譯書。『萬法精理』使用的譯詞只是「行政權」。
	 後來，1902年《国民報》中刊登的「欧州近代哲学孟德斯鳩學說」的中文譯文在《新議報》停刊後再
創刊的《新民叢報》上轉載了。另外，1902年出版的「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続前〕『新民叢報第
5 』中、1902年的「孟德斯鳩學說」『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 卷四 法律　（楊鳳藻編）』中，以及1903年的
「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新民叢報彙編続刊（一）』中，有的論文轉載了這篇譯文的全部內容，有的
則轉載了其中的一部分。
	 另外「立法權」「行法權」「司法權」這三種術語也對厳復的譯詞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原文如下。
 1904年	 孟德斯鳩著、厳復翻譯「第六章英倫憲法」『孟德斯鳩法意（1,3）』（商務印書館《法意》） 
	 	 	 	 	 	 	 	 	 	 	 	 	 	 	 	 	 	 	 	 	 	 	 	 	 	 	 	 :立法之權、行政之權、刑法之權。
 1906年	 厳復著「論英国憲政両権未嘗分立」『厳復集第一冊』	：立法權、行法權、司法權（P.218）
 1906年	 厳復著「政治講義」『厳復集第五冊』	 	 	 	 	 	 	：立法權、行法權（P.1241-1316）
42）	梁啓超在《横浜清議報序例》中概括創刊目的：「該刊物的主要意図以專門主管清議和開發国民對文化的知識為主義。
《本館改定章程告白》《清議報》第11冊。
43）	新会梁	任譯「政治学譚　各国憲法異同論《清議報第12-13冊》（1899年、光緒25.3.31）。梁啓超逃往日本以後，有機
會閱讀了加藤弘之所著的書。（佐々木揚2013、p.74、p82注28，吉田薫著2011「康孟卿の翻訳作業とその周辺―戊戌
政変から『清議報』刊行までを中心に―」）。
44）	『国家論』從1899年 4 月到10月在清議報（第11冊-31冊）》中登載。『国家論』的原書為“Allgemeines staat srecht”
（參考注腳28）。雖然當時《清議報》上的『国家論』並沒有注明翻譯者的姓名，但是從內容上看應該是轉載了由吾妻
兵冶重譯的譯本。吾妻兵冶把平田東助・平塚定二郎所譯的日文版『国家論』轉譯成中文，1899年以『国家学』的書
名由大日本善隣譯書館出版。梁啓超用「徳国伯倫知理著『国家論』」的書名登載在《清議報》上（關於『国家論』在
《清議報》上登載的詳細情況，參考狭間直樹『梁啟超研究與「日本」』（p.48-49））。另外，事實上伯崙知理並不是德
國人，而是瑞士人。很多日本的書籍中都有記載。
45）	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国史料叢編『国民報彙編』1968刊（p.130）。阿勿雷脱（Alfred Jules Émile Fouillée, 1838年10
月18日－1912年 1月16日）是法國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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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新民叢報》《民報》使用同樣的譯詞
	 梁啟超在《清議報》停刊以後的1902年又創刊《新民叢報》46）。《新民叢報》使用的術語也是「立法權」
「行政權」「司法權」。原文如下。
 1905年	 梁啓超著「開明専制論」《新民叢報第 5年第 3号》：立法行政二權、司法權
 1905年	 梁啓超著「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叢報》：立法行政權、司法權
至此，這些論文中使用的術語都一樣了。梁啓超以前在《時務報》中提倡過譯詞應該要被統一47），這也是術
語統一的原因之一。
	 另外，《民報》（中國同盟會）1905年在東京創刊。為了跟《新民叢報》關於政治革命進行爭論，《民
報》登載了精衛所著的「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民報》第七号1906年、光緒32.9.5）。這篇論文也
使用了「立法權」「行政權」「執行權」「司法權」。
	 總之，三種權力中的「行政權」是由《清議報》，「行法權」是由《国民報》分別傳進中國來的。後來，
這兩種權力在《新民叢報》和《民報》的論文中被統一為「行政權」。在日本出版的中國雜誌對「立法權」
「行政權」「司法權」在中國的普及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3.3　公文書中的術語
	 後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第一次在中國的公文書中出現是在由中國政府的憲政視察団所著
的史料《清末籌準立憲档案史料上冊》里。
 1905～06年（1908年発行）載澤所著的『考察政治日記』48）的英國制度中使用了「造律權（即立法權）、
行政權、執法權」。該書是他1905～06年訪問日本美國和歐洲的時候所寫的日記。載澤在訪問東京的時候收
到了伊藤博文送的『皇室典範義解』『憲法義解』兩本書。『憲法義解』中使用的「立法權」「行政施政」「司
法權」除了給載澤使用的術語，也給公文書上的術語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原文如下。
1906年	 戴鴻慈等著「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載鴻慈等奏請設編制局以改定全国官制摺」49）：
	 	 	 	 	 	 	 	 	 	 	「立法、行政、収税之權。其全国各州分立法、行政、司法等部……」
1906年	 楊晟著「出使徳国大臣楊晟条陳官制大綱折」：
	 	 	 	 	 	 	 	 	 	 	「立法、司法、行政。執行機関權在行法 , 立法、司法兩權質性純一，……」
1906年	 趙炳麟著「御史趙炳麟奏新編官制権帰内閣流弊太多折」：「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權」
1907年	 沈家本著「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刑律草案告成分期繕單呈覽并陳修訂大旨 摺」：
                                 立法、行政、司法機関
1908年	 達壽著「考察憲政大臣達壽奏考察日本憲政情形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
46）	在《清議報》因大火災而停刊以後，梁啓超1902年 2月 8日又在横浜創刊《新民叢報》。《新民叢報》在1907年11月20
日第96期後停刊。
47）	梁啓超在《時務報》上發表論文指出了有關術語統一的必要性。（吉田薫著2011「康孟卿の翻訳作業とその周辺―戊戌
政変から『清議報』刊行までを中心に―」）
48）	載澤光緒31年12月22號從上海動身去日本，12月23號抵達神戸，光緒32年 1月27號從東京動身去美国，光緒32年 5月
21號回到上海。（p.596～599）
49）	《清末籌準立憲档案史料》下冊。P.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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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在公文書中的使用意味着這三個術語在中國的確定。
3.4　三種權力的術語被收錄在辭典
 1903（光緒36）年「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在汪榮寶和葉瀾所編的『新爾雅』50）中（p.21）被収
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爾雅』除了較早收錄三種權力的名稱以外，還說明了三種權力的意思以及「行政
權」跟「司法權」的區別。而有關這兩種權力的區別的解釋在日本書中也不太多。『新爾雅』中的說明如下。
	 「曰司法權。曰行政權。皆不外執行法律之權力而已。」「司法權與行政權。亦不能無形式上與實質
上之區別。」「何謂形式上之區別。司法權者。由裁判所行之。行政權者。由行政官行之。」「何謂實質
上之區別。司法權者。於法律之條文。不能有絲毫之苟且。行政權者。於法律之範圍內。得任意施行。
又司法權者。於社會上之利益幸福。不相關係。唯嚴行其法而已。行政權者。以利益為目的。而隨時
得以便宜處分是也。」
1921（民國10）年這三種權力的術語在『辞源』第 7版（第 1版1915年51））的詞條中被收錄。
	 【立法權】「國家統治權之一。對於行政權司法權而言立法之權。操諸國會」
	 【司法】「……曰司法。行此為之權。曰司法權。與立法行政二權並立。」
	 後來，1931年（民國20）年【司法行政權】在『辞源』続編（初版）的詞條中被收錄，1938（民国
27.10）年【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在『辞海』（初版）的詞條中被收錄。而，日中合編的『漢訳日
語大事典』（1907年）以及『東中大辞典』（1908年）中沒有収録。
	 總之，20世紀中葉「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譯詞在中國也確定下來。
結論
	 上文以「法」「政」為核心考察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演變歷程。19世紀中葉，西洋的近
代政治制度的知識傳到中国，創造了「立法衙門」「行法衙門」「司訟獄衙門」這些新国家機関的名稱以及
「立法權柄」「行法權柄」「審判總權」這三種權力的名稱等術語。這些術語通過『海國図志』60巻（1854年
日本舶載）和『大美聯邦志略』（1861年日本舶載）傳到日本，給日本術語的形成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在日本，三權的術語，從19世紀70年代的表達各異到19世紀90年代「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
個名稱的統一確定，其演變歷程在使用「法」「政」上經歷了三個段階。1. 江戶時代後期和明治政府前期，
翻譯和創造西洋的書物中、去歐美實地考察的見聞資料中以及受西洋書籍影響所著的啟蒙書中的譯詞和新
詞的段階。2. 出現「行政權」以後依舊同時使用「行法權」「行政權」這兩種術語的段階。3. 統一到「行
政權」的段階。
	 江戶時代後期和明治政府前期，「行法ノ權」「司法ノ權」在『泰西國法論』中被使用，「立法ノ權」在
『別紙議題草案』中被使用。後來，這種詞組結構被去掉了其中的＂ノ＂而形成了固定的詞匯並繼續使用下
去。另一方面，有的詞匯使用「法」，有的使用「政」，也有的不使用「法」和「政」。而福澤諭吉使用了
50）	該書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出版而編輯的用語集。（沈国威編著1995『『新爾雅』とその語彙』。東京：白帝社。）
51）	目前尚未找到『辞源』第 1版1915年（民国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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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這因為福澤認為近代立憲國家是根據憲法而設立兩種權力來理「政」的制度。也就是，福澤把政府
跟國民一起合議制定的 the legislative power稱為「議政權」，把行使法律和執行法律的 the executive 
power稱為「為政權」。而津田真一郎則全部使用「法」。津田認為「法」有幾層意思，雖然 the executive 
power不僅有行使法律的權力，還也有處理政務的權力，但是總的來說津田所說的三權都跟法律有關。所
以他用「法」給人們介紹西洋近代法律的新概念。另外，加藤弘之用「施政
4 4
（政令）（抹消）權柄<又行法
權柄ト称ス>（割注）」來表明 the executive power應該包括行使憲法的權力以及按照憲法理「政」的兩
種權力。這三位因為對「国政」「法律」「政治和法律」的不同理解而翻譯出了不同的術語。
 1869年，福岡孝悌所著的「政體書ノ由来」里第一次出現了三字漢語「立法權」「行法權（行政權）」
「司法權」。至此，「行法權」和「行政權」被用來表達幾乎一樣的意思而第一次出現了。另一方面，19世紀
70年代的一些書物解釋了「行法權」是憲法上規定的權力，是三權中的一個，主要是頒布和施行國家法律。
而「行政權」是憲法上有關處理政務方面的權力，是用來合法地處理國家事務。「行法權」「行政權」在之
後的一段時間里都被用來作為 the executive power的譯詞。
	 在1876年的孟德斯鳩著、何禮之重譯的『萬法精理』中第一次只使用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
三種術語。何禮之在譯本中把“the executive in respect to things dependent on the law of nations……”
翻譯成「萬國ノ公法ニ属スル機務ヲ掌トル」。其中，他把“things”譯為「機務」，指的是政務的意思，而
為 the executive power選擇了「行政權」這個譯詞。後來，「行政權」的使用頻率逐漸高了起來。1886年，
三種權力的名稱「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在藤林忠良和加太邦憲所著的『佛和法律字彙』辭典里以
及赫本（Hepburn）所著的『改正増補和英英和語林集成』第三版里被使用了。1889年，伊藤博文所出版
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第四条的附記中使用了「行政權」。「行政權」在『大日本帝国憲法義解』中的
使用對「行政権」在日本的確定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07年，『辭林』里收錄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
權」。到此可以認為「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在日本被確定下來。
	 三權的術語通過日中譯書、日中譯書的轉載以及日本實地考察的見聞傳到中國。19世紀末，「立法之
權」「行法之權」「司法之權」通過『日本國史』傳到了中國。後來，中國的《時務報》在翻譯日本的文章
時使用了「行政之権」而不是「行法之權」。「行政之権」這個名稱是由古城貞吉翻譯的。再後來，「立法
權」「行政權」「司法權」通過《清議報》傳到中國，而《国民報》卻在翻譯時使用了「立法權」「行法權」
「司法權」。此後，在提倡統一術語的梁啓超所創刊的《新民叢報》中「行政権」被一直使用。另外，《民
報》以及海外憲政視察団的報告書中使用的也是「行政権」。至此「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在中國基
本被統一了。1921年，『辞源』收錄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1938年，『辞海』也收錄了這三個術語。
	 總之，在日本，為了把這個三權的政治體系的概念移入到當時的社會中來，每一位翻譯家和啟蒙家都認
真地思索如何更好更準確地將這些術語翻譯出來。在中國，因迫切需要引進西洋的三權概念而借用了日本
使用的術語。提倡術語統一的梁啓超以及其他中國政治家、啟蒙家對中國較早地確定三權術語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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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慶応3.11）西周著「別紙議題草案」『議題草案』（大久保利謙編1961年（昭和36）『西周全集』第 2巻。東京：宗
高書房。）
1868年（明治元4.21）「政体書」（内閣官報局『法令全書・慶応 3』：明治20-45。（明冶元4.21）「政體書」（国家学会1919
『明治憲政経済史論』。東京：宗高書房。）
1868.7年（慶応4.7）加藤弘之著『立憲政体略』（大久保利謙/田畑忍1990『加藤弘之文書』第一巻。東京：同朋舎出版。
1868-1872年（明冶元）江藤新平著「監察官を設くるの議」1900年『南白江藤新平遺稿後集』。東京：吉川半七。
1869年（明冶 2年 7月以後） 福岡孝悌著「五箇條御誓文ト政體書ノ由来ニ就イテ」（国家学会1919年『明治憲政経済史論』。
東京：宗高書房。）
1869年（明冶 2）福沢諭吉譯述『英国議事院談』。慶応義塾同社。東京：尚古堂出版。（1898年『福沢全集』。時事新報社。）
（Digital Gallery of Keio University Library 英國議事院談 . 一）
1872年（明冶5.2）W. Young著、瓜生三寅譯『合衆国政治小学』。名山閣出版。
1873年（明治6.10）独刺屈爾西（ドラクルチー）著、大井憲太郎譯『仏国政典』。出版者：司法省。
1873年（明冶6.11）大久保利通著「立憲政体に関する意見書」。日本史籍協会、昭和 2至 4年『大久保利通文書』。
1875年（明冶8.7）孟德斯鳩著、鈴木唯一譯『律例精義』。瑞穂屋卯三郎。
1876年（明冶 9）孟徳斯鳩著、何禮之重譯『萬法精理』。東京：何禮之。
1877年（明治10.1）中金正衡纂述『政学概論』。真宗東派本願寺教育課蔵版。出版社：石川舜治。
1878年（明治11）久米邦武編『特命全権米欧回覧実記』第 1編、第 2編。東京：博聞社。
1878年（明治11）山崎直胤纂譯『佛国政法提要』有栖川宮蔵版。東京：博聞本社。
1882年（明治15.2）獨逸ブルンチュリー原著、日本平田東助和平塚定二郎共譯『国家論』。春陽堂出版。
1883年（明治16.4）加藤政之助著『改進論』。出版者：加藤政之助。
1889年（明冶22.2.11）『大日本帝国憲法』憲法条文、重要文書。
1889年（明冶22.4）伊藤博文著『大日本帝国憲法義解』。国家学会。
1890年（明治23）松永道一著『政治論綱』（『新撰百科全書』。東京：博文館。）
1895年（明治28.5）加藤弘之著「各国憲法の異同」《東京学士会院雑誌第17編》。東京：東京学士会院。
＜中国資料＞
1838年 裨治文（E.C.Bridgman）著『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新嘉坡堅夏書院藏板［ハ−バ−ド燕京図書館蔵］
1841年 林則徐編「四洲志」（1842年魏源編『海国図志』（50卷）古微堂。東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蔵）。
1861年 裨治文（E.C.Bridgman）著『大美聯邦志略』滬邑墨海書館活字板。静嘉堂文庫所蔵。
1887年 黄遵憲撰著『日本国志』（王寶平主編2001年『晩清東遊日記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895出版）
1896年（光緒22.12.11）古城貞吉訳「政党論」《時務報 第17冊》（大日本雑誌1896.11.20掲載）
1897年（光緒23.4.11 ）古城貞吉訳「日相論制定憲法来歴」《時務報 第26-27冊》（東京日日新聞1897.4.20）
1897年（光緒23.8.11）英国士咳咖路地編輯、新会周霊生訳「丁茜列国歳計政要巻一　民主国　美利堅国　総統」《知新報 
第30冊》 J. Scotte Keltie,ed., “The State sm an’s Year-book,1897”（London：Macmillan,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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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光緒23.8.21）英国士咳咖路地編輯、新会周霊生訳「丁茜列国歳計政要巻一　議院」《知新報31冊》
1897.11.15~1898年（光緒23.21~光緒24.正月21）　厦門蔡錫勇訳 「美国合邦盟約」《時務報 第45,47,48冊》
1898.6.17年（光緒24）康有為著「請講明国是正定方針折」、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pp.261-263。（1981『中国近
代人物文集叢書』。北京：中華書局。）
1898.6.21年（光緒24）康有為著『日本変政考』（康有為撰/姜義華 ,張栄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国家清史編纂委
員会・文献叢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898年（光緒24）康有為撰『日本書目志』（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
台湾宏業書局。1976.9）
1899年（光緒25.3.11）新会梁　任訳「各国憲法異同論」《清議報 第12冊》（新会梁啓超任公著『飲冰室文集第 2冊』台湾
中華書局印行。）
1899年（明治32.6）德国伯崙知理著/日本吾妻兵治訳『国家学』（1882年平田東助訳の漢訳重訳）
1899年（光緒25.9.21）徳国伯倫知理著「国家論巻四」（第三章）《清議報 第31冊》（『中国近代期刊彙刊』中華書局）。
（1899.4- 9 、光緒25.3.1-25.9.21「国家論巻一～四」《清議報第11、15-19、23、25-31冊》。
1901年（光緒27.3.21）「本館論説」『清議報　第78冊』。
1901年（光緒27.）法国阿勿雷脱著「欧洲近代哲学　孟德斯鳩學說」pp.115-pp.144（『国民報彙編』1968民國57）羅家倫主
編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叢委員會印行。）
1902年（明35.4.8,光28.2.01）「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新民叢報第 5號』芸文印書館編。芸文印書館。
1902年（光緒28.5）「孟德斯鳩學說」『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 卷四 法律』（楊鳳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9輯』沈雲龍
教授主編 文海出版社 中華民國55年）
1902年（明治35.7.5,光緒28.6.01）「政法片片録　摘錄譯書彙編」『新民叢報 第11號』。芸文印書館編。
1903年（光緒29）「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梁啓操主編『新民叢報彙編続刊（一）』pp.201-pp.227。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1904年（光緒30）孟德斯鳩原著/厳復譯述『孟德斯鳩法意』。（『嚴譯名著叢刊』1933年。商務印書館。）
1905年（光緒31）「開明専制論」（新会梁啓超任公著『飲冰室文集 第 6冊』台湾中華書局印行。
1905年（光緒31）「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新会梁啓超任公著『飲冰室文集 第 7冊』台湾中華書局印行。）
1906年（光緒32）厳復著「論英国憲政両権未嘗分立」（林載爵主編1998『厳復合集 2 　厳復文集編年（二）』。台北：財団
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
1906年（光緒32）厳復著「政治講義」『厳復合集 6』（林載爵主編1998『厳復合集』。台北：財団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
1906年（明治39光緒32）美濃部達吉原著/與之訳『近世憲法上之権力分立主義』（『新民叢報』第四第17号）
1906年（光緒32.7.8）戴鴻慈等著「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載鴻慈等奏請設編制局以改定全国官制摺」（故宮博物院明清档
案部編1979《清末籌備立憲档案史料》下冊。中華書局）
1906年（光緒32.7.28）楊晟著「出使徳国大臣楊晟條陳官制大綱摺」《清末籌備立憲档案史料》下冊。
1906年（光緒32.8.25）趙炳麟著「御史趙炳麟奏新編官制権帰内閣流弊太多摺」《清末籌備立憲档案史料》下。
1906年（明治39）精衛著「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民報》第七号（『中国近代期刊彙刊・第二輯』中華書局）
1907年（光緒33.8.26）沈家本著「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刑律草案告成分期繕單呈覽并陳修訂大旨摺」《清末籌備立憲档案
史料》下冊。
1908年（光緒34.7.21）達壽著「考察憲政大臣達壽奏考察日本憲政情形摺」《清末籌備立憲档案史料》下冊。
1908年（光緒34）載澤著『考察政治日記』（鐘叔河主編1986『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出版。
＜欧文資料＞
1752年 Montesquieu 著（1748年） Thomas Nugent 英訳“The Spirit of Laws”‘6. Of the Constitution of England.’
（173/726コマ）（2001“Batoche Books”Kitchener）。
1789年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フランス人権宣言）
1852年 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経済論』“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s, 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
United Kingdom: Thoemmes Press。Yokyo: Kyokuto Shoten Ltd.
＜日本・中国辞書＞
1869年（明冶 2）岩崎茂実『日誌字解』全。（八戸市立図書館国文学研究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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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明冶19）James Curtis Hepburn著『改訂増補 和英英和語林集成』第三版（英語書名：A Japanese-English and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東京：丸善商社書店
1886年（明冶19）藤林忠良・加太邦憲著『仏和法律字彙』（『近代日本学術用語集成』第二巻法律関係）
1889-91年（明冶22）『言海』大槻文彦著。
1892-93年（明冶25）『日本大辞書』山田美妙著。（明治期国語辞書大系）
1896年（明冶29）『帝国大辞典』。（明治期国語辞書大系）
1907/1911年（明冶40/44）『辞林』金沢庄三郎（明治期国語辞書大系）
1907年（明冶40）『漢訳日语大辞典』上下 2冊、新智社编。東京：上海新智社東京分局。
1903年（光緒29）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東京：国学者。（沈国威編著1995『『新爾雅』とその語彙』。東京：白帝社。）
1908年（明冶41、光緒34）『東中大辞典』。上海作新社。
1921年（民國10）陸尔奎/方毅/伝雲森等編『辞源』 7版。上海商務書館。
1931年（民國20.12）『辞源』続編　初版。上海商務書館。
1938年（民國27）舒新城ほか『辞海』。葊州中華書局（第 1版：民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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